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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西学”:学科次第之论辩及其意义
———略论晚清对“西学门径”的探讨

章　　清

　　提 　要 : 中国现代学科乃“援西入中”的产物 , 由此引出两方面问题 : 西方

分科观念如何传入 ; 中国本土如何接引。其复杂性在于 , 作为“传播者”, 其身份

已决定了所谓“援西”是有高度选择性的 , 甚至不免迎合本土的知识架构 ; “接引

者”也往往将外来知识纳入其所熟悉的知识架构 , 尤其致力于从中发现西学之

“关键”。尽管来华西人对知识分科观念的传播也曾言及学科次第问题 , 然而所说

之次第主要着眼于知识训练的阶梯 , 将学科定位于不同的研究领域。与之适成对

照的是 , 晚清对西学分科观念的接纳 , 却往往从价值上致力于探索各学科之次第

(后集中辨析“西学门径”) 。这些都构成晚清接纳西学重要的一环 , 也是审视中国

现代学科的形成不可回避的问题。

关键词 : 学科次第 　西学门径 　格致之学 　现代学科

一　引言 :“次第”问题的多重表现

康有为描述接触西学之初始 , 曾有这样的评说 : “中国西书太少 , 傅兰雅所译西书 , 皆兵医

不切之学 , 其政书甚要 , 西学甚多新理 , 皆中国所无 , 宜开局译之 , 为最要事。”① 相似的意思 ,

梁启超也有所阐述 : “吾中国之治西学者固微矣 , 其译出各书 , 偏重于兵学艺学 , 而政治资生等

本原之学 , 几无一书焉。”不宁唯是 , 对于治西学当有的选择 ———“如某科当先 , 某科当后 , 欲

学某科必不可不先治某科”, 梁还指出普遍存在的情形是“不得其途径”, “能有识抉择者盖寡

焉”。② 康有为、梁启超上述常被征引的话 , 自有其深意在 , 绝非仅仅关涉于译书 , 而是展现了

晚清士人在分科观念影响下 , 对西学的接纳颇为关注学科之次第 , 并着力于辨析“西学门径”,

以便更好地“采西学”。

学科是特定历史时空的形式 , 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传统起到哪些作用 , 是否对科学的进程

和形态产生了持久而连续的深刻影响 ? 西方科学史学界就有长期争辩 , 并形成了著名的“连续

性问题”,“中世纪主义者” ( medievalist s) 和“早期近代主义者” (early modernist s) 的争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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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在延续。① 基于学科建制 ———关注现代知识以学科为标识进行的制度安排 , 或可避免上述

纠葛。华勒斯坦 ( Immanuel Wallerstein) 认为 , 19 世纪后半叶主要有三种方法促成了学科的制

度化 : 大学以学科名称设立学系 (或至少设立教授职位) , 成立国家学者机构 (后来更成立国际

学者机构) , 图书馆亦开始以学科作为书籍分类系统。以此对照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

学和社会学等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学科 , 就会发现 , 这些学科不少在 19 世纪以前是没有的 , 大

约在 19 世纪后半叶 , 这些学科才完成制度化的建制。②

这里的意味是 , 现代学科的建立 , 其基本标志之一是分科观念的形成。中国并无例外。只

是 , 立足于中国视野 , 尚有更多需要考量的地方。毕竟 , 中西学术交流涉及的是两种“文明”

的对话 , 分别扮演着“传播者”与“接引者”的角色。问题包含两方面 : 一是西方分科观念是

如何传入的 ; 二是中国本土是如何接引的。对这些环节略做梳理 , 便可发现 , 接受西方分科观

念只是问题之一面 , 什么因素主导着中国对西方知识的接引 , 是值得重视的另一面。问题的复

杂性在于 , 作为“传播者”, 在“援西入中”的过程中 , 其身份已决定了所谓“援西”是有高度

选择性的 , 基于策略性的考虑 , 又不免迎合本土的知识架构 ; “接引者”也往往将外来知识纳入

其所熟悉的知识架构 , 尤其致力于从中发现西学之“关键”。本文正是试图探讨晚清接纳西学过

程中值得关注的一幕 ———学科次第的论辩。应该说 , 来华西人对知识分科观念的传播 , 也曾言

及学科次第 , 并且基于神学立场最初所强调的次第与价值密切相关 , 随后才着眼于通过“学科

次第”揭示知识训练的阶梯 , 将学科定位于不同的研究领域。而晚清对西学分科观念之接纳 ,

并未完全遵循于此 , 另有枢机。在西方林林总总的学科中 , 作为知识的接引者 , 试图发现“西

学关键”, 本是题中应有之意 , 然而对此的关切透过对“学科次第”的论辩表现出来 , 却与本土

对知识的理解密切相关 ; 同时也是为确立“采西学”之方针才致力于探索各学科之次第 (后集

中辨析“西学门径”) 。对此略做分析 , 于了解晚清对西方学科的理解 , 或不无裨益。

用不着特别指明 , 涉及晚清对西方知识的接引 , 无法在一篇文字中完全展开。在稍前一篇

文字中 , 笔者已就“体用”之辨的学科史意义略做梳理 , 试图说明代表晚清士人共同见解之

“中体西用”论 , 不仅主导着对西方知识的接引 , 还制约着对学科建制的规划 , 值得当作中国现

代学科形成的一项特殊结果加以考察。③ 而无论是“中体西用”论 , 还是其他类似的表述 , 所涉

及的正是为学之次第 , 只不过所探求的是“中西学门径”。对中西学门径的探索 , 也代表着晚清

学界努力的方向。梁启超《中西学门径书七种》, 堪称其中的代表。梁在《叙》中曾引述了康有

为阐述的见解 :“世界蕃变 , 文明彪举 , 块然中处 , 宁有他哉 ! 是在学之善不善焉已耳 ⋯⋯今四

库遗帙 , 汗牛充栋 ; 泰西祈学 , 群雄争长。衮衮诸公 , 未窥门径 , 辄欲以一支半解了之 , 盖亦

如公输学射、蒲且掣斧之类云尔 , 是自愚也。”④ 黄庆澄 1898 年所编《中西普通书目表》, 首列

也是“中西普通门径书”, 然后分别列有中学门径书、西学门径书、中学紧要书、中学汇刻紧要

书、西学紧要书、西学汇刻紧要书、中西参证书等。⑤

在“中体西用”思想下形成的“西学必先由中学”的看法 , 可以张之洞的见解为代表。《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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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 2005 年 , 第 16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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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 明示是书“中书多取之南皮尚书《书目答问》, 西书多取之新会梁氏《西书表》”。



学篇》“循序第七”开篇即表示 , “今欲强中国 , 存中学 , 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

根柢 , 端其识趣 , 则强者为乱首 , 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① 试图按照中学、

西学之次第安排教学 , 在晚清也甚为流行。梁启超代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即指出 : “考东西各

国 , 无论何等学校 , 断未有尽舍本国之学而徒讲他国之学者 , 亦未有绝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

国之学者。中国学人之大蔽 , 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 , 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此两学所

以终不能合 , 徒互相诟病 , 若水火不相入也。夫中学 , 体也 ; 西学 , 用也。二者相需 , 缺一不

可 , 体用不备 , 安能成才 ?”② 康有为甚至表示 : “若仅通外学而不知圣学 , 则多添一外国人而

已 , 何取焉 !”③

“中体西用”论的产生 , 还与针对西学所做区分密切相关。中国本土对西方知识的接纳 , 重

要一环即是将西方知识区分为“学”、“政”、“教”。将中西文化交流描绘为器物、制度、文化三

个层面的递进 , 肇端于梁启超所著《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④ 若具体到中国本土接引“西方知

识”所涉及的不同面向 , 则“西学”、“西政”与“西教”的区分更值得重视。1905 年《万国公

报》发行至 200 卷时 , 华人编辑范祎曾这样说明该刊之“要义”: “中国二十年以前 , 惊西方之

船坚炮利 , 知有西艺矣。而于西政 , 则以为非先王之法 , 不足录也。十年以前 , 亲见西方政治

之美善者渐多 , 其富强之气象 , 似实胜于中国 , 知有西政矣。而于西教 , 则以为非先圣之道 ,

不足录也。”依其所见 , “知西艺最易 , 知西政已较难 , 更进而知西教 , 则如探水而得真源。”⑤

针对西学“学”、“政”、“教”的区分 , 或其他表述 , 展现的也正是对西学的取舍。所谓“学”、

“政”、“教”, 又未尝不是一种次第 ? 谭嗣同在《仁学》中就这样阐述了三者之间的关系 : “学不

一 , 精格致乃为实际 ; 政不一 , 兴民权乃为实际 ; 至于教则最难言 , 中外各有所囿 , 莫能折衷 ,

殆非佛无能统一之矣。”还将学、政、教建立起递进关系 , 认为“进学之次第”, 乃“以格致为

下学之始基 , 次及政务 , 次始可窥见教务之精微。以言其衰也 , 则教不行而政敝 , 政敝而学亡。

故言政言学 , 苟不言教 , 则等于无用 , 其政术学术 , 亦或反为杀人之具”。⑥

不难看出 , 所谓学之“次第”, 在晚清实有多方面的呈现。⑦ 无论“中体西用”论 , 还是针

对西学“学”、“政”、“教”的区分 , 都包含着对“次第”的思考 (所涉及的对象不同) , 也与本

文所论列的问题密切相关。为便于问题的集中 , 这里只能就晚清接纳西学时展现出的思想倾向

做初步的梳理。换言之 , 本文集中讨论的是“西学”, 关注于晚清之“采西学”如何紧扣着学科

次第之论辩。晚清“学战”意识的提升及由此引发的“权势转移”, 研究者已多有讨论。⑧ 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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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层面的递进 , 要解释中国本土对西学之接纳 , 已是困难重重 , 若要以此描绘传教士之“援西入

中”, 更难成立 (详后) 。

范祎 :《〈万国公报〉第二百册之祝辞》,《万国公报》第 200 册 , 1905 年 9 月。

谭嗣同 :《仁学》, 蔡尚思、方行编 :《谭嗣同全集》下册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81 年 , 第 354 页。

需要说明的是 , 所谓“次第”, 在晚清的语境中还包括由浅入深的问题 , 这涉及教育制度由小学到大学

的安排。关乎此 , 或许需要在别的文字中加以讨论。

参见王尔敏 :《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想》, 收其所著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3 年 , 第 198 —322 页 ; 罗志田 : 《新的崇拜 : 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 收其所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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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围绕西方分科观念的传入 , 也出版了诸多论作。① 本文将问题集中于晚清对“学科次第” (“西

学门径”) 的思考 , 并将此与中国本土学科建制的规划结合起来加以审视 , 或可补充前人的研

究。依拙见 , 围绕“学科次第”的论辩 , 或基于“西学门径”的探讨 , 关乎“采西学”的基本

方针 , 昭示着晚清对西学的取舍 , 也主导着中国本土学科建制的规划 , 同样值得当作中国现代

学科形成的重要一环加以审察。

二　耶稣会士之“援西入中”:“穷理学为百学之门”

中国现代学科的建立 , 乃涉及全方位文化迁移的现象 , 并且与“西学”传播的各个阶段密

切相关 , 因此 , 即便讨论的时段主要是晚清 , 也有必要上溯到明清之际 , 以寻求问题的起点。

这一过程 , 通常表述为“西学东渐”, 或更准确地称为“西方知识对东方的渗透”。然而 , 中国

现代学科的建立固可归于“援西入中”的产物 , 但所援之“西”为何 , 本身即是问题。围绕明

清之际中西文化的撞击 , 就不乏这样的追问 : 耶稣会士所传播的西学知识 , 是否能代表斯时的

西方文化 ?② 具体到学科的讨论 , 确有必要指出 , 在近代之初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之际) , 科学

还没有与哲学分离 ; 知识仍被视为一个整体 , 科学也没有分化成众多的门类。③ 在较为宽泛的意

义上 , 不妨接受这样的前提 : 明末肇端的欧洲与中国第二次互相接触 , “两种文明的最有代表性

的文人成了主角 : 耶稣会士和中国士大夫 , 前者是当时欧洲文化领域的佼佼者 , 后者则是传统

儒家文化培育出来的文人。”④

中西沟通既由耶稣会士揭其端绪 , 也烙上相应的痕迹 ———“教”与“学”之结合。强调

“学不归原天帝 , 终非学也”, 是耶稣会士论学的基本出发点 ; 同时也较重视“学”本身 , 并传

递了为学各有分科的观念。艾儒略 (J ules Aleni) 《职方外纪》和《西学凡》尤值一说 , 因为已

具体论及欧洲各国在学制上的安排 , 实乃分科知识传入中国之滥觞。

《职方外纪》卷 2 之“欧逻巴总说”介绍了“欧逻巴建学设官之大略”, 除指明欧逻巴诸国

大学、中学、小学之建制 , 特别强调大学分为四科 : “一曰医科 , 主疗病疾 ; 一曰治科 , 主习政

事 ; 一曰教科 , 主守教法 ; 一曰道科 , 主兴教化。皆学数年而后成。”这里对“四科”之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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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史》第 4 卷《天学》第 2 分册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1975 年 , 第 693 —694 页。谢和耐 (J acques

Gernet) 对此也有精到分析 , 见其所著 : 《中国与基督教 ———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 耿 　译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03 年 ,“附录”, 第 305 —324 页。

重要的是 , 科学的进展不是同时取得的 , 而是各自在不同时期取得的。“带头的是天文学 , 继而是十六

世纪的物理学 , 化学在十八世纪得到发展。尽管维萨留斯 (1543 年) 和哈维已带了头 , 但生物学仍落

在后面 , 直到十九世纪才取得进展。”见亚 ·沃尔夫 : 《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上册 ,

周昌宗等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1997 年 , 第 1、10 页。

白佐良、马西尼 :《意大利与中国》, 萧晓玲、白玉崑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2002 年 , 第 68 页。



阐明了西学之分科是基于特定的研究领域。①《西学凡》则按照“六科”介绍了 17 世纪西方教育

制度及学校状况 :“文科谓之勒铎理加 ( ret horica) , 理科谓之斐录所费亚 (p hilosop hia) , 医科

谓之默第济纳 (medcina) , 法科谓之勒义斯 (leges) , 教科谓之加诺搦斯 (canones) , 道科谓之

陡录日亚 (t heologia) 。”六科之分 , 已考虑到为学次第之别 , 其修习次第为先“文科”, 后“理

科”, 再是其他的“医科”、“法科”、“教科”、“道科”。“文科”包括“古贤教训”、“各国史书”、

“各种诗文”、“自撰文章议论”等 , 大致涉及基本的训练 , 定位于“辟诸学之大路”: “文学已

成 , 即考取之 , 使进于理学”。“理学”表述为“斐禄所费亚” ( Philosop hia , 今译作“哲学”) ,

所揭示的正是耶稣会士来华之初的情形 ———科学还没有与哲学分离。艾儒略将“理学”分为五

家 , 还阐明其修习之次第 : 第一年学“落日加” (Logica , 今译“逻辑学”) , 此乃“明辩之道”,

为各学“必所取径”, 以立“诸学之根基”; 第二年学“费西加” ( Physica , 今译“物理学”) , 为

“察性理之道”, 以“剖判万物之理 , 而为之辩其本末 , 原其性情 , 由其当然 , 以究其所以然”;

第三年学“默达费西加” (Metap hysica , 今译“形而上学”) ,“总论诸有形并及无形之宗理”; 第

四年“总理三年之学 , 又加细论几何之学 , 与修齐治平之学”。前者为第四家“马得马第加”

(Mat hematica , 今译“数学”) , 后者为第五家“厄第家” ( Et hica , 今译“伦理学”) 。“理学”完

成后 , 则进入“四科”之学习 ,“或学医法 , 或学国法 , 或学教法 , 或学道法”。基于神学背景 ,

书中对“道学”的定位颇为用心 , 指其为“超生出死之学”,总括“人学之精”与“天学之奥”, “他

学总为无根 , 不能满适人心 , 以得其当”。故西国虽留心诸学 , 然“无不以陡 Θ日亚为极为大”。②

除立足于“天学”阐述西学 , 傅 　际 ( FranÔois Furtado) 与李之藻合译之《名理探》, 还显

示了纯粹论学文字如何传达分科观念。该书“五公卷之一”首言“爱知学原始”, 谓“爱知学

者 , 西云斐录琐费亚 , 乃穷理诸学之总名 , 译名 , 则知之嗜 ; 译义 , 则言知也。”这里所言及

的 , 正是今日赋予哲学“爱智”之别名 ,“总名”之称 , 尤富意味 , 传达的是斯时对哲学的认知

———以此来指称任何一种探索。在此基础上 , 学有分科 , 且进学有次第的观念也表达出来。首

先肯定“凡物所以全其美者 , 在乎有序”, 而“艺有艺序 , 苟无其序 , 厥美不彰 , 师无以教 , 学

无以通”。进一步的 , 为学在“明理”基础上如何做到“循前定序”, 也得到阐述。不过论辩的

中心主要还是基于“分界”来阐述学有分科之正当性 , “凡艺 , 虽皆相属相资 , 然各分界分质 ,

因而各自为类。”所谓界者 , “凡诸学所讲事物 , 即其界也。界有全有分 , 其分界中 , 又有要、

有次。总该全诸学义 , 是谓全界 , 其全中之各分 , 谓为分界。”③ 在《译〈几何原本〉引》中 ,

利玛窦 (Matteo Ricci) 不仅强调“格物穷理”之法 , “视诸列邦为独备”, 还特别赋予“几何”

在知识中的特殊地位 ,“其所致之知且深且固 , 则无有若几何一家者矣。”④ 南怀仁 ( Ferdinand

Verbiest) 在将《名理探》后半部分加上其他著作合为《穷理学》一书进呈康熙皇帝时 , 也这样

表示 : “进穷理学之书以明历理 , 以广开百学之门。”⑤ 指出“穷理学为百学之门”, 不无意味 ,

说明来华西人在知识领域同样在寻找构成知识的基础架构 , 与对“天主”的定位异曲同工。南

怀仁在其他文字中 , 也显其对次第的关注 , 以探讨传教之法门 : “圣教之学 , 比之他学 , 必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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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之序。依序而论 , 则言者易发其要旨 , 可无枝蔓垂复之说 , 即受言者 , 亦易存于心 , 而明其

理也。”并且表示 , 其所致力的即是“将圣教要端 , 依序胪列 , 切而不繁 , 整而不紊 , 如用杂积

之木石 , 各以上下左右前后之次第 , 安排楚楚 , 将人人易识其门户矣。”①

透过耶稣会士对西学的阐述 , 可以注意到 , 除阐述分科观念 , 在表述中确实试图说明各学

尚有次第之别 , 这也符合当时西方所形成的对于知识的看法。审视欧洲大学教育的传统通常会

上溯到希腊人所奠定的“七种自由艺术”( seven liberal art s) 。后来伊西多 ( Isidorus Hispalensis)

在《词源》 ( Etymologies , 又译作《词源学》、《语源》等) 将此分为“三科” ( t rivium) 和“四

艺” (quadrivium) , 奠定了欧洲中世纪的课程设置。“三科” (即文法、修辞学、辩证法) 、“四

艺” (即算术、几何、天文、音乐) 的区分 , 蕴涵了为学次第之考虑。1540 年正式成立的耶稣会

代表着欧洲致力于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 , 耶稣会士的“陶成”便是按照一定的学科次第展开。②

因此 , 来华耶稣会士传递的正是 15、16 世纪欧洲所形成的对知识的认知 , 《西学凡》便可作为

“欧西大学所授各科之课程纲要”。③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 , 耶稣会士之“援西入中”本有“迎合”中国之一面 ; 他们的译介工作

也往往有中国士人参与其中。由于掺杂了这些因素 , 要辨析耶稣会士阐述西学分科观念所援据

的“思想资源”, 无疑是困难的。因为 , 言及“格物穷理”, 很容易就令人联想到宋儒所确立的

“格致诚正修齐治平”那套“工夫”。将此理解为传教士迎合中国本土的需要 , 抑或中国士人基

于本土的架构想象西方知识 , 或都有相当依据。仅就中国士人而言 , 自可说明对学科次第的阐

述 , 源自本土的知识架构。论者就提出了“天学的圣学化”问题 , 指出徐光启、李之藻、杨廷

筠“教中三大柱石”在接受“天学”时 , 最初是以一种拟同的态度将“天学”纳入圣学体系 ,

以证明接受、学习先进的西洋科学是正当的。④

针对《西学凡》、《名理探》等译作 , 中国士人即是根据中国本土对知识的认知 , 试图发现

西方各学科之次第。许胥臣肯定艾氏所述西方之学 , “其分有门 , 其修有渐 , 其诣有归 , 恍若悟

吾儒格物原非汗漫 , 致知必不空疏 , 而格致果跻治平 , 治平必肇端于格致也 ⋯⋯礼失则求之于

野 , 读《西学凡》而学先格致 , 教黜空虚 , 吾亦取其有合于古圣之教而已矣。”⑤ 对《名理探》

一书 , 则提升至“格物穷理之大原本”: “西儒傅先生既诠寰有 , 复衍《名理探》十余卷 , 大抵

欲人明此真实之理 , 而于明悟为用 , 推论为梯。读之其旨似奥 , 而味之其理皆真 , 诚为格物穷

理之大原本哉。”甚至表示 , “研穷理道 , 吾儒本然。然世之拥皋比 , 谈修诣者 , 同异互标 , 醇

疵竞骛 , 而统绪屡歧。”⑥ 徐光启针对《几何原本》的议论 , 也赋予“几何”在诸学中特殊地位 ,

“下学工夫有理有事 , 此书为益 ⋯⋯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能精此书者 , 无一事不可精 ; 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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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尚扬、钟鸣旦 :《一八四 ¯年前的中国基督教》, 北京 : 学苑出版社 , 2004 年 , 第 206 页。研究者还

指明 , 格物穷理在程朱学派那里乃由智达德的一个起点 , 徐光启却促成了智与德的分离 , 提出“格物

穷理之学”。由此“搭上了一座引渡西学的桥梁”, 便于西方知识“循此进入”。见樊洪业 :《从“格致”

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 年第 3 期 , 第 39 —50 页。

许胥臣 :《〈西学凡〉小引》,《天学初函》 (1) , 第 21 —25 页。

李天经 :《序》,《名理探》上册 , 第 3 —5 页 ; 李次虨 :《又序》,《名理探》上册 , 第 7 —9 页。



此书者 , 无一事不可学。”① 尤有甚者 , 杨廷筠述《代疑篇》还尝试着对西学之次第做具体的安

置 , 认为欧西各国 ,“其学有次第 , 其入有深浅 , 最初有文学 , 次有穷理之学”。其中“其最重

者为天学 , 名陡 Θ日亚 ⋯⋯其次为人学 , 名斐 Θ所费亚 , 皆格物穷理之事。其书之多 , 与天学

仿佛。其次则宪典 , 其次则历法、度数 , 其次则医理 , 其次则纪事。大多非说理即纪事 , 取其

有益民生 , 可资日用。”②

值得重视的是 , 这些看法也反映在官方见解中。《四库全书总目》对传教士译介西学书籍的

评价 , 即显示学有次第的观念构成中国接纳西学的枢机所在。针对《西学凡》, 不仅接受学分

“六科”之讲法 , 还评论说 : “其教授各有次第 , 大抵从文入理 , 而理为之纲。文科如中国之小

学 , 理科则如中国之大学 , 医科、法科、教科者 , 皆其事业 , 道科则在彼法中所谓尽性知命之

极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本 , 以明体达用为功 , 与儒学次序略似。特所格之物 , 皆器数之

末 , 而所穷之理 , 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 , 是所以为异学耳。”这里的意味是 , 言及学科次第 , 明

显区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 , 一是为学之“进阶”或“阶梯”, 立足于教育之次第展开 ; 其二才是

学之重要与否 , 即所谓的“体用”。不过 , 需要强调的是 , 所谓学有次第 , 并非一开始就形成了

固定看法。针对《泰西水法》就有这样的评价 : “西洋之学 , 以测量步算为第一 , 而奇器次之。

奇器之中水法尤切于民用 , 视他器之徒矜工巧 , 为耳目之玩者 , 又殊。固讲水利者所必资也。”③

以上所展现的 , 自不能涵盖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所涉及的诸多问题 , 却可为本文所关注

的学科次第 , 确立问题的起点。值得重视的正在于明清之际接纳西学的方式 , 中国士人对于天

主之学或还有所保留 , ④ 却注意到西来之学“其分有门 , 其修有渐 , 其诣有归”, 甚至还试图去

发现“格物穷理之大原本”。这种问题意识 , 表明伴随中西重开沟通之局 , 学术之会通即同步发

生 , 并且中国士人主要援据“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架构来接引西学 , 相应的 , 学有次第的看

法已在形成中。重要的是 , 由耶稣会士开启的知识传播工作 , 也影响着 19 世纪的中西学术交

流 ,“新教传教士们继承了 17 和 18 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的传统 , 在 19 世纪激起了一些比较勤奋和

目光敏锐的文人对现代科学基础知识的兴趣。”⑤ 换言之 , 这两个时段都应看作中文世界阐述现

代知识的组成部分。晚清对此的论述也明显展现了历史的延续性 , 关注于学科次第 , 同样构成

接纳西学的关键。

三　学科论述的转向 : 格致之学的内涵

继耶稣会士后 , 主要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扮演知识传播者的角色。西学东渐新一轮帷幕揭

开时 , 已是 19 世纪初。较之此前的中西交往 , 首先值得重视的改变是西方愈益突出的强势地

位。受此影响 , 西学传播也显示出新的特点 ,“学”附载于社会发展程度得以辩护 , 有关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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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要于知天事天 , 不诡六经之旨”, 也显示中国士人同样援据传统知识架构来安置西学 , 并化解其

中所产生的“紧张”。见李之藻 :《刻天学初函题辞》,《天学初函》 (1) , 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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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历史知识 , 往往构成讨论西学的潜在背景。《格致新报》一篇文章就指出 , “华人喜考列

国地志 , 深为可嘉。西学之行 , 其殆肇端于此乎。”徐继 − 1868 年在为《格物入门》一书作序

时 , 就注意到其间所发生的变化 :“泰西之学 , 始于利玛窦之东来 , 迨后南艾诸公扩而充之 , 益

见详备。然所言者天文历法 , 于格物穷理之学 , 未之详也。”① 因此 , 19 世纪以后对西学的阐述

以什么方式展开 ? 对学科的认知又体现出怎样的特点 ? 同样是需要回答的问题。可以说明的是 ,

学科论述的转向 , 主要体现在对“学”的论述依托于“普遍历史”的架构展开。② 而不同学科的

分别 , 在价值上的定位渐渐淡出 , 往往透过其与自然的关系来界定 , 定位于研究领域的区别。

最初 , 来华西人着眼于传教 , 所阐述的西学次第往往恪守神学立场。米怜 ( William Milne)

在《〈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序》中 , 即言明所办杂志“必载道理各等”, 其中“最大是神理 , 其

次人道 , 又次国俗 , 是三样多讲 , 其余随时顺讲”。③ 1923 年创刊之《特选撮要每月纪传》标明

承继《察世俗每月统纪传》而来 , 且“书名虽改 , 而理仍旧矣”。同样强调 , 神理一端 , “是人

中最紧要之事 , 所以多讲之”。其次为人道 , 再其次则天文、地理各端。④ 可以说 , 未曾改变的

仍是将学归于“天”。作为西方派往中国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 ( Robert Morrison) 在一次

演讲中也表示 : “今天 , 除了基督教国家外 , 别的国家在科学和哲学方面都不可能发达起来。只

有真正的宗教才有助于真正的哲学 , 而真的哲学乃是真的宗教的婢女。”⑤ 在各种论学文字中 ,

同样不乏结合“教”与“学”的言说方式。或者强调 , “虽圣书未尝教以技艺之学 , 然崇奉圣道

之国 , 必能于天文地理、图绘医药 , 与夫一切技艺之事 , 罔不手敏心灵 , 悉臻巧妙。”⑥ 或者指

明“此道与各等学业大有关系”, “在耶稣教指明一位真主 , 万物皆其创造 , 一理贯通 , 人若细

加追查 , 愈知上主之奥秘 , 所以天文、地理、原形、地质等学 , 远胜于奉外教之各国也。”⑦ 担

任《万国通鉴》笔述的赵如光即注意到 ,“西士东来 , 宣播真道 , 每于圣书而外多所著作 , 非徒

炫奇 , 实为传道之一助耳。”⑧

建立“圣道”与“学业”之关联 , 此甚要紧 , 一方面为学业的传播大开方便之门 , 另一方

面宗教的普世情怀 , 也逐渐落实于“学”之普世性。论者曾揭示了布道、出版、教育、医药乃

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四大支柱 , ⑨ 具体到论学 , 自当重视西学传播的载体。最初的载体主要是传教

士所创办的刊物 , 随后出版机构也大量涌现。《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西闻见录》、《中国

教会新报》 (后易名为《万国公报》) 、《格致汇编》等 , 是其中卓有影响者 , 成为述“学”之重

要窗口。之所以强调这一时期对“学”之阐述在“普遍历史”的架构中展开 , 便在于中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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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徐继 − :《序》,《格物入门》, 署“京都同文馆存板 , 戊辰仲春月镌” (1868) , 第 1 页。

所谓“普遍历史” (universal history) , 乃是将人类历史描绘为一个整体 , 理解为一致的发展过程。在

基督教时代 , 可以印证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 在近代 , 则可以印证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参见克

罗齐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傅任敢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1982 年 , 第 39 —40 页。关于“普遍历

史”概念的演变 , 可参见 Kelly Boyd ( ed. ) , Encyclopedia of Historians and Historical W riting ,

London and Chicago :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 1999 , pp . 1244 —1246 ; Harry Ritter ( ed. ) ,

Dictionary of Concepts in History , New York and London : Greenwood Press , 1986 , pp . 440 —445.

米怜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序》,《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第 1 卷第 1 号 , 1815 年 8 月 , 第 2 页。

麦都思 :《〈特选撮要每月统纪传〉序》,《特选撮要每月统纪传》第 1 号 , 1823 年 7 月 , 第 2 —3 页。

马礼逊夫人编 :《马礼逊回忆录》, 顾长声译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4 年 , 第 207 页。

《新旧约书为天示论》,《遐迩贯珍》第 3 卷第 2 号 , 1855 年 2 月 , 第 4 页。

谢卫楼编译 :《万国通鉴》, 上海 : 美华书馆 , 1882 年 ,《附论耶稣教之风化》, 第 68 页。

赵如光 :《序》, 见谢卫楼编译 :《万国通鉴》, 第 1 —3 页。

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4 年 , 第 97 页。



“学”之层面也发生“合和”, 论辩的焦点则是“格致之学”。“东西史记合和”已引出诸多问题 ,

中西围绕此的论辩 , 更凸现“格致之学”内涵的问题。①

《遐迩贯珍》这样传达其主旨 : “其内有列邦之善端 , 可以述之于中土 , 而中国之美行 , 亦

可以达之于别邦。”②《六合丛谈》之编 , 也旨在“通中外之情 , 载远近之事 , 尽古今之变。”伟

烈亚力 (Alexander Wylie) 所撰“小引”, 不仅指出中国“载籍极博 , 而所纪皆陈迹也”, 还突

出西人之学 , 如何“精益求精 , 超前轶古”, 如何“启明哲未言之奥妙 , 辟造化未泄之奇”, 总

之一切皆“穷极毫芒 , 精研物理”。所言及的西人之学 , 包含有“化学”、“察地之学”、“鸟兽草

木之学”、“测天之学”、“电气之学”等 , 尽管尚未以规范的学科名称进行说明 , 但基于不同的

知识解释世间万物 , 却甚为鲜明。③ 发行至第二卷时 , 该刊还表示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 “学问

之道无穷矣 , 上而天文 , 下而地理 , 中而人事 , 纷赜变化 , 莫可端倪。前卷所载略备 , 而犹有

未尽者 , 今再胪于篇。”④ 韦廉臣 (Alexander Williamson) 发表的《格物穷理论》也提出 : “国

之强盛由于民 , 民之强盛由于心 , 心之强盛由于格物穷理。”明显是将中西之间近百年来所产生

的差别 , 归于有无“格致之学”。⑤ 实际上 , 那段时间出版的众多杂志 , 大都有类似的宗旨。

1872 年出版的《中西闻见录》指出 ,“西国之天学、地学、化学、重学、医学、格致之学及万国

公法、律例文辞 , 一切花草树木、飞禽走兽、鱼鳖昆虫之学 , 年复一年 , 极深研几”。“中国人

于外国学问及一切器具并各国风俗 , 果能博见广识 , 择善而从 , 未始不可为他山之助。”⑥ 傅兰

雅 (John Fryer) 所辑《格致汇编》之原意是 , “欲将西国格致之学与工艺之法 , 择其要者 , 译

成中文 , 便于中国各处之人得其益处 , 即不出户庭能知天下所有强国利民之事理。”⑦

上述对各学科的说明 , 旨在证明西方各国在“学”这一环节具有的独创性 , 对学科次第并

未多加论辩。不过 , 尽管西方已处强势地位 , 但西人对“学”之论辩 , 仍要面对西学如何易被

接受的问题 , 因此对“学”之阐述 , 不免借用中国士人所熟悉的符号和言说方式 ———正类似于

耶稣会士的用心。于是将“格致之学”在中国本土的知识架构中进行安置 , 突出“格物致知”

为“修齐治平”的初级工夫 , 也成为论述的中心。可以说 , 不单中国士人 , 西人也以此作为阐

释“格致之学”的出发点。学有次第的观念 , 在这样的论辩中也有初步呈现。

丁韪良 (W. A. P. Martin) 1866 年所撰《格物入门》一书 , 按力学、水学、气学、火学、

电学、化学和测算分为七卷。不难看出 , 书名即取自《大学》“致知在格物”之意。在增订版

“自序”中 , 丁还颇有意味地谈道 : “尝读《大学》‘致知在格物’, 不禁叹圣人言近旨远 ⋯⋯今

诸国相师而学 , 孜孜惟恐不及 , 新法迭兴 , 乍见者震而惊之 , 不知中国圣贤早为指明此理也。”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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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麦都思《东西史记合和》, 即体现了沟通中西历史的努力 :“世间之史 , 万国之记茫也”, 故简删之 , 与

读者观纲目 , 以“较量东西史记之合和”。该文分上下两栏排列 , 上为中史 , 下为西史 , 力图使各国之

人“视万国当一家”。见黄时鉴整理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97 年 , 第 3 —4 页。

笔者也曾撰文检讨中西历史“合和”引出的问题 , 参见章清 :《“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 收入

杨念群等编 :《新史学 : 跨学科对话的图景》,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02 年 , 第 236 —264 页。

《遐迩贯珍》第 1 卷第 1 号 , 1853 年 8 月 ,“序言”, 第 1 页。

伟烈亚力 :《〈六合丛谈〉小引》,《六合丛谈》第 1 号 , 1857 年 , 第 1 —2 页。

伟烈亚力 :《〈六合丛谈〉二卷小引》,《六合丛谈》第 2 卷第 1 号 , 1858 年 , 第 1 —4 页。

韦廉臣 :《格物穷理论》,《六合丛谈》第 2 卷第 6 号 , 1858 年 , 第 3 —5 页。

《〈中西闻见录〉序》,《中西闻见录》第 1 号 , 1872 年 8 月。

傅兰雅 :《本馆告白》,《格致汇编》第 1 卷第 6 号 , 1876 年 7 月。

丁韪良《格物入门》初版于 1866 年 , 笔者所见到的是 1868 年的版本 , 署“京都同文馆存板 , 戊辰仲

春月镌”。在最初版本中 , 并没有丁韪良的“自序”, 只收有董恂和徐继 − 的序。而 1889 年的增订版 ,



林乐知 ( Young John Allen) 1876 年出版的《中西关系略论》, 同样由《大学》“治平之道”展

开评说。该书序言就提到 , “夫当务非他 , 格致而已矣。《大学》一书 , 治平之道 , 基于格致 ,

今之数学、化学、制造学、植物学等 , 皆格致也。西国首事格致 , 国由是富 , 民由是强。”① 慕

维廉 ( William Muirhead) 介绍《格致新机》一书时也阐述了相似的看法 : “曾子作《大学》一

书 , 为初学入德之门 , 明明德之功 , 必以格物致知为先 , 而诚意正心修身继其后。千古遗传 ,

大矣 , 备矣。”又指明中国之格物致知“犹未及乎天也 , 犹未赅乎物也”, 原因在于 , 华人“徒

沾沾于诗书六艺之文 , 不究乎大本大原之旨 , 而孰知政事学问之外 , 更有进焉”。这是要表明西

人格致之学的优越性 ,“揭其未知之理 , 穷其理而造其极 , 于是其道赅矣 , 其本得矣 , 扩充大学

明德之功 , 益广格物致知之理。”②

论辩“格致之学”源出“三代”, 乃“修齐治平”之基本工夫 , 可看作西人传播新知策略性

的考虑。这于化解中西之差异 , 在“普世性”的架构里论辩“学”, 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 ,

西人论辩“格致之学”, 在学科次第中将此置于“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初级工夫”, 只是问

题的一面。西人所谓“格致”, 在这里仅具符号意义 , 实际上在迎合中国本土在知识上“优越

感”的同时 , 针对“格致之学”的论述还深入到内涵的讨论 , 追问所格之“物”究竟为何 ? 由

此也将中西之差异定位于有无“格致之学”。这样的区分 , 不仅是将中西之别在历史进程上进行

定位 , 由此还催生了有关知识的“现代性”论述。

林乐知特别指出 :“古今来之大学问有三 : 一曰天道之学 , 即天地万物本原之谓也 ; 一曰人

生当然之理 , 即诚正修齐治平之谓也 ; 一曰物理之学 , 即致知格物之谓也。”“三者并行不悖 ,

缺一不足为士也”, 然今之中国士人 , “天道固不知矣 , 即格致亦存其名而已 , 所伪为知者 , 诚

正修齐治平之事耳 , 言大而夸 , 问其为诚正 , 何为修齐 , 何为治平 , 则茫乎莫解 , 与未学者

等”。③ 这里对学问之区分尤值注意 , 不仅指出天道之学乃中国士人所不知 , 还将中国向所骄傲

之“修齐治平”, 划至“学”之第二层次 , 且中国士人只是“伪知”。至于格致 , 亦不过是“存

其名而已”。在其他地方 , 林乐知还进一步指出中西“格致之学”的区别 : “吾西国力学之士 ,

每即物穷理 , 实事求是。自夫天文、地舆 , 以迄一草一木之微 , 皆郑重详审焉而不敢忽。”肯定

西人“诸有益于宇内者皆从格致中来”, 其法至奇至创 , “非如中国之奇方幻术 , 托于鬼神虚诞 ,

令人茫乎莫凭 , 杳乎难索矣。”④ 慕维廉介绍培根《格致新法》时 , 也阐述了对此的思考 ,“尝思

治平之学 , 格物为先。而制造之方 , 致知尤赖。所以格致一门尽人所宜讲求 , 亦今日所为急务

者也。”关键在于 , 《大学》所谓“格物致知”不独系乎性理 , 还系乎天地万物 , “必当考其底

蕴 , 知其义理功用大矣哉”。然而 , 对于天地文物 ,“华士素所心究者鲜矣”。⑤

要系统梳理来华西人对“格致之学”的阐述无疑是困难的 , 但有一点值得加以强调 , 其中

不少论作赋予“格致之学”的意义是广义的 , 往往成为诸学科的代名词。⑥ 傅兰雅著译之《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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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以“同文馆集珍板”的形式刊行 , 有丁韪良“自序”, 还有李鸿章等人的序。

①　林乐知 :《〈中西关系略论〉序》,《中西关系略论》, 署“光绪二年孟秋中浣”, 第 1 —3 页。

慕维廉 :《〈格致新机〉重修诸学自序》,《格物新机》,“光绪十四年新镌 , 同文书会校订”, 第 1 —2 页。

林乐知 :《中西关系略论》卷 1 , 第 15 —16 页。

林乐知 :《记上海创设格致书院》,《万国公报》第 306 卷 , 此据李天纲编校 : 《万国公报文选》, 北京 :

三联书店 , 1998 年 , 第 441 页。

慕维廉 :《培根〈格致新法〉》,《万国公法》第 505 卷 , 李天纲编校 :《万国公报文选》, 第 460 页。

“格致之学”当如何定位 , 看法颇有分歧。前已述及丁韪良所撰《格物入门》一书的情况 , 因此 , 以

“格物”名义出版的论著 , 也不乏狭义定位“格致之学”的情形。这方面的讨论 , 可参见前引樊洪业文



须知》, 第一章“略论理学原意”就特别强调 : “凡考格致 , 均不外事物真理 , 故理学以真实为

要。”这段描述 , 于我们了解论学之转向 , 不无裨益。较之以往在神学背景下寻求“学”之位

置 , 论学之基础已落实在“事物真理”。该书第六章“略论格致之理”又区分出六门学问 : 算

学、博物、化学、活学、心灵学、会学。“会学”所涉及的已关乎“人”的学问 (近于今日所言

之“社会学”、“政治学”) 。也许以六门学问来描绘西学 , 不免太多缺漏 , 关键是其中所强调的 ,

“凡此六学 , 足令万物所有之事 , 包括其内 , 故能通晓各学 , 则地球所有之事 , 几能全明。”① 除

此之外 , 尚可举证上海美华书馆所印《格物质学》一书。该书“凡例”写道 : “格致者 , 格物致

知之谓。是举宇内各种学问而尽赅之矣。是书专论物质体变诸事 , 为格致学中首要之一门。按

西名之意 , 当称质学或体学乃可 , 而前人译此学之书 , 有以格物名之者 , 嫌其未符实义 , 爰颜

之曰格物质学。”② 同样强调所谓“格致”者 , 乃“举宇内各种学问而尽赅之矣”。事实上 , 对照

《西学述略》、《西学考略》等资料 , 更可注意到来华西人传播西方知识时 , 往往从西学的整体出

发 , 并不囿于格致层面 ; 专注于“格致之学”, 未尝不是因应中国本土的需要。指出这一点自有

其必要性 , 因为晚清士人针对“格致之学”的阐述 , 不仅将其纳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架

构 , 指其为“初级工夫”; 而且明显是在狭义层面接受“格致之学”, 是在“技”、“器”、“艺”

层面进行安置 , 并由此阐述对学科次第的看法。

正是对“中西学术互异而立法各有所长”的思考 , 1882 年丁韪良写成《西学考略》, 希望于

“学术有借鉴互参之益”。书中论述各国课程主旨时 , 涉及了诸多学科 , 值得关注的是说明方式。

书中这样介绍道 : “学者必熟悉地球图说以及各国史乘 , 方为通材”; “课业必以天文地理为要

端”;“西学以格化为重”; “西学以算术为要端 , 而与格致诸学并进”; “植物动物等学亦为要

端”;“西学之精微者莫如性理一门”; “富国策、公法等学 , 皆为太学课程之切要”。凡此等等 ,

可以说赋予了每种学问各自的重要性。较之耶稣会士对西学的介绍 , 可以说学科门类更多 , 但

区分学科的仍是特定的研究领域。③ 对西方分科设学之缘起 , 李善兰认为 , “盖其国之制 , 无地

无学 , 无事非学 , 无人不学”。关键正在于“无事非学”: “文则有仕学院 , 武则有武学院 , 农则

有农学院 , 工则有技艺院 , 商则有通商院 , 四民之业 , 无不有学已。其他欲为师则有师道院 ,

欲传教则有宣道院 , 又如实学院、格物院、船政院、丹青院、律乐院 , 凡有一事 , 必有一专学

以教之。”强调“无事非学”, 正构成了那段时间来华西人论述“格致之学”的关键所在———西

人之“格致之学”绝非中国所谓之“格致”所能包容。④ 傅兰雅对此也有所论述 , 认为中国于格

致等学“置若罔闻”,“若今西人能详慎译书而传格致于中国 , 亦必能目睹华人得其大益。”⑤ 同

样道出“格致之学”, 在中国其实“并无其学”。

李善兰这番话 , 是针对花之安 ( Ernst Faber) 《德国学校论略》表达看法 , 此也是这一时期

传教士“援西入中”值得注意的一幕。在论及欧洲学校时 , 花之安言道 : “略言书院之规模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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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从格致到科学》, 该文也认为格致或格致学在晚清具体所指分为几种情况 : (1) 泛指科学技术总体 ;

(2) 泛指自然科学总体 ; (3) 只包括物理学和化学 ; (4) 专指物理学。

①　对“会学”是这样论述的 ,“会学较上各学 , 关系最紧 , 因人不能独主 , 必合众人成会 , 或合一家为一

会 , 或数家为一会 , 或合一国为一大会。大抵会之能成 , 全赖算学、天文、博物、化学、活学 , 同时

昌明 , 久而愈精 , 则会学自能耐久。”见傅兰雅 :《理学须知》, 上海 : 格致书室 , 1898 年 , 第 40 页。

见《格物质学》, 上海 : 美华书馆 , 1899 年 ,“凡例”, 第 1 页。

丁韪良 : 《西学考略》, 同文馆 , 1882 年 , 上卷 , “自序”, 第 1 —2 页 ; 下卷 , 第 1、11 —13、16、55

页。

李善兰 :《序》, 见花之安 :《德国学校论略》, 同治十二年刻本 , 第 1 页。

傅兰雅 :《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格致汇编》第 3 年第 5 卷 , 1880 年。



学之次第 , 使海内人士 , 知泰西非仅以器艺见长 ⋯⋯因器艺而求其学问 , 因学问而求其至道 ,

有不 　然而兴者 , 未之有也。”其中对“太学院”的介绍 , 就指出“院内学问 , 分列四种 : 一经

学 , 二法学 , 三智学 , 四医学”。具体到“智学”, 则强调“智学分八课 : 一课学话 , 二课性理

学 , 三课灵魂说 , 四课格物学 , 五课上帝妙谛 , 六课行为 , 七课如何入妙之法 , 八课智学名

家。”① 花之安对 18 —19 世纪德国高等教育的介绍 , 体现了斯时对知识的认知 , 内中仍包含次第

的考虑。以此而言 , 1882 年颜永京所译《肄业要览》, 也传递出西国学校对学科次第之重视 ,

“吾观本国之人 , 从未将各项学问 , 详论其缓急轻重以定肄业之准则 , 即有论及之者 , 亦只浮面

而已 , 未曾求其要指以提纲挈领 , 是肄业未有全备之法一证也。”并强调 , “吾今亟为论者 , 非

辩某种学问为有用与否 , 乃辩某学问与某学问相较 , 何者为重 , 何者为轻。”“肄业一事 , 吾等

须将一切学问 , 权其轻重缓急 , 而定断何等为吾最当学习者 , 然后肄业得其准则矣。”② 除此而

外 , 李提摩太 ( Timot hy Richard) 1888 年完成的《七国新学备要》, 也广泛介绍了英、法、德、

俄、美、日本、印度等七国的教育情况。将七国置于一起进行论述 , 更明确赋予了学术“普世

性”特征。“新学”之称 , 颇具意味 , 以横、纵、普、专归纳“新学”之“大纲”, 更显示出

“学”由“国别性”向“普世性”的转变。③

实际上 , 来华西人在从事译述工作时 , 也曾希望顾及“所译各书若何分类 , 若何选择”, 傅

兰雅《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就写道 : “初译书时 , 本欲作大类编书 , 而英国所已有者虽印

八次 , 然内有数卷太略 , 且近古所有新理新法多未列入 , 故必察更大更新者始可翻译。后经中

国大宪谕下 , 欲馆内特译紧用之书 , 故作类编之意渐废 , 而所译者多零件新书 , 不以西国门类

分列。平常选书法 , 为西人与华士择其合己所紧用者 , 不论其书与他书配否 , 故有数书如植物

学、动物学、名人传等尚未译出。另有他书虽不甚关格致 , 然于水陆兵勇武备等事有关 , 故较

他先为讲求。”④ 这段话甚值重视 , 可以说西人之译书 , 也试图按照西国学科之次第进行 , 傅兰

雅著译之《理学须知》, 就强调“各种学问 , 宜循序以渐进 , 非躐等所能求”。前已述及该书第

六章“略论格致之理”对六门学问的区分 , 对此书中就具体指出 , “以上六学 , 均系从一起至

六 , 由简至繁 , 有相依相俯之势。如算学 , 论事物几何数目 , 而赅一切材料。因万物中无一物

无大小之分别 , 无几何数目 , 故各学问 , 俱赅在算学之内。间有全恃算学显其理者 , 惟其理与

他性情不相关。因算学如能改变 , 则博物化学等 , 必致紊乱。”⑤ 然而受制于中国本土的要求 ,

译介西书不得不按照是否“紧用”来选择。因此 , 重要的还是中国本土如何选择 , 及由此形成

的对学科次第的看法。尽管西国所形成的知识分类及学科次第的看法 , 并未曾照搬到中国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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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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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善兰 :《序》, 见花之安 :《德国学校论略》, 第 3 —4 页。

史本守 : 《肄业要览》, 颜永京译 , 质学会重刊本 , 1897 年 , 第 4 —5 页。该书原为斯宾塞 ( H.

Spencer) 所著 Education : I ntel lectual , Moral and Physical (今译作《论教育》) 。颜所译为该书第一章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

李提摩太 :《七国新学备要 ·序》, 《新学汇编》卷 2 , 上海 : 广学会 , 1896 年 , 第 20、26 页。内中写

道 :“何谓横 ? 我国所重之学 , 学之 ; 即各国所重之要学 , 亦学之。何谓纵 ? 一国要学中 , 有当损益者

知之 , 即自古至今 , 历代之因何而损、因何而益者 , 益必知之。何谓普 ? 斯人所需之要学 , 无不兼包

并举 , 可以详古人之所略 , 并可以补近人之不足。上天所造之物 , 无不精思审处 , 不使有 　格之难通 ,

并不使有纤毫之未达 , 则普学之说也。何谓专 ? 专精一学 , 而能因事比类 , 出其新解至理于所学之中 ,

莫不掠其奇而悦其异 , 则专学之说也。是皆新学之大纲也。”此外 , 1896 年广学会刊刻的《文学兴国

策》, 也广泛介绍了各国学制。

傅兰雅 :《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格致汇编》第 3 年第 5 卷 , 1880 年。

傅兰雅 :《理学须知》, 上海 : 格致书室 , 1898 年 , 第 1、30 —32 页。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本土对此就没有考虑 , 实际上所谓的学科次第仍是论辩的中心 , 只是与西国

的认知并不相同。

来华西人围绕“格致之学”的论辩 , 体现出不同的论辩策略 , 最初是在神学背景下赋予各

学科不同的位置 , 进而在“普世性”与“现代性”的架构下论述格致之学。阐述格致之学 , 本

是要强调此乃新知的基础 , 甚至突出此乃中西之差别所在 , 但基于策略性的考虑 , 西人也迎合

“西学中源”论调 , 并将此纳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架构 , 以便中国对此的接纳。可以明确

的是 , 在西人的论述中 , 也曾涉及学科次第的论述 , 甚至希望以此系统介绍西学 , 却难以以此

推展。这也反衬出中国本土“采西学”之特殊性 , 同时促使我们思考何以中国本土对西学的认

知尤为关注学科之次第 , 还以此探索“西学门径”。

四　“采西学”: 学科次第问题的浮现

梁启超曾有言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者 , “张之洞最乐道之 , 而举国以为至言。”① 代表

晚清士人共同见解之“中体西用”论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所涉及的正是为学之次第 , 强调“西

学必先由中学”。而无论是捍卫“中体”, 还是接纳“西用”, 都是对西方的回应。以此审视中国

本土对西学之接纳 , 则辩护“采西学”的正当性 , 也成为题中应有之意。换言之 , 即便恪守

“中体西用”之论旨 , 同样需要为接纳西学寻求辩护。正是在此背景下 , 学科次第问题浮现出

来 ; 区分不同学科 , 甚至赋予某一学科在西学中的特殊地位 , 也成为论辩中心。问题发端于对

“自强运动”的检讨 , 由此也衍生出对“学”之次第的论辩。

前已述及明清之际中国士人基于本土的知识架构想象西方知识的情形 ———“天学的圣学

化”, 降至晚清 , 中国士人针对西学也进行了相似的发挥 , 同样将西学纳入“格致诚正修齐治

平”的架构进行阐释。中国士人守望于此 , 既有缩小中西隔阂之考虑 , 也有维系自我“优越感”

的成分 , 实与“西学中源”异曲同工。② 针对丁韪良所著《格物入门》, 李鸿章在“序”中就联

系《大学》格物之说对此展开“想象”, 由衷表示“余喜西学格物之说 , 不背于吾儒”。他一方

面指出“西人毕生致力于象纬器数之微 , 志无旁骛。其论形上之理 , 虽与汉宋诸儒不同 , 若谓

其形下之学 , 一无当于圣人格物之旨 , 固不可也。”另一方面又表示 , 丁冠西“远方之杰 , 掌教

都门同文馆 , 能读经史百家之书。今治格物之学 , 以入门命其书 , 其犹界说之微旨欤 ? 夫门以

内有户庭焉 , 有阶级焉 , 有堂奥焉 , 皆以待穷至者也。门以外有闾闬焉 , 有城郭焉 , 有郊坰 ,

皆以资 　御者也。”③ 王韬评说艾约瑟译《格致新学提纲》, 也有这样的表示 : “格致之学 , 中国

肇端乎《大学》, 特有其目 , 亡其篇 , 后世虽有究其理者 , 绝少专门名家。近日西人精益求精 ,

几于日新月异而岁不同。盖格致一门 , 所包者广 , 如算学、化学、重学、电学、气学、声学、

地学、矿学、医学、机器、动植 , 无乎不具 ; 皆由古人所特创 , 后乃渐造其微。观此书可以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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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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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 朱维铮校注 :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1985 年 ,

第 79 页。

应该补充的是 , 以“格致”阐述西学 , 仍遭到批评。刘锡鸿参观格致书院后就颇不为然 , “大学之言格

物 , 所以为道也 , 非所以为器也。”还指出 : “自西洋各国以富强称 , 论者不察其政治之根柢 , 乃谓富

强实由制造 , 于是慕西学者如蚁慕膻 , 建书院以藏机器 , 而以‘格致’名之 , 殆假大学条目以美其

号。”见刘锡鸿 :《英轺私记》, 长沙 : 岳麓书社 , 1986 年 , 第 50 —51 页。

李鸿章 :《增订格物入门序》, 同文馆 , 1889 年 , 第 1 —2 页。



窥一斑矣。”① 围绕《格致汇编》, 更有诸多发挥。《申报》刊登的《〈格致汇编〉论》, 就推断说 :

“盖傅君深悉格致之诣肇自中华 , 今虽流入泰西 , 愈析愈细 , 而中国犹有徐君其人者 , 振绝学于

既衰 , 衍微言以不坠 , 故不禁折服之不已 , 又推崇之。”② 薛福成 1890 年出使欧洲途中曾为《格

致汇编》改定序言 , 内中也强调 :“格致之学 , 在中国为治平之始基 , 在西国为富强之先导 , 此

其根源非有殊也。”同时表示 ,“蕲使古今中西之学 , 会而为一 , 是则余之所默企也夫 !”③

上述对格致之学的认知 , 展示了晚清阐述西学所致力的方向之一。而在学科范围内探求西

学之“最要者”, 并按照次第进行安置 , 则透露出阐述西学之另一面。这既是承袭传统知识架构

使然 , 同时也是被动学习者选择的需要。毕竟 , 是追求富强的压力主导了这样的选择与判断 ,

对西学的重视也是因为此乃通向富强之路。李鸿章针对《西学略述》即这样解读 : “泰西之学 ,

格致为先 , 自昔已然 , 今为尤盛。学校相望 , 贤才辈出 , 上有显爵 , 下有世业 , 故能人人竞于

有用 , 以臻于富强。”他还对比说 , “同治初同文馆教习丁君韪良成《格致入门》一书 , 五台徐

侍郎惊为闻所未闻 , 使见及此 , 更不知若何叹赏矣。”④

检讨晚清注目于西学学科 , 或可以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引起的纷争作为讨论的起点。

同文馆原本是为解决对外交往中外语人才之匮乏 , 其课程设置也围绕语言训练展开 , 出长同文

馆总教习的丁韪良就指出其“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译员学校”。⑤ 1867 年因为总理衙门提议添设

课程 , 扩大招生范围 , 引发了激烈争论。此举显示了“自强运动”的主事者不唯肯定“学”之

重要性 , 于学中还试图区分出“根本”工夫 ,“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 , 以及行船行军 , 无一不

自天文算学中来 ⋯⋯举凡推算格致之理 , 制器尚象之法 , 钩河摘洛之方 , 倘能专精务实 , 尽得

其妙 , 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⑥ 因为涉及招收科甲正途人员 , 激起轩然大波。围绕同文馆的

争论 , 显示中国本土已明确提出如何“采西学”的问题 , 由此才逼出“体用”、“道器”之论辩 ,

其出发点则在分别“中西”。在“中体西用”论的调和下 , 大致缓解了所引发的紧张。这样针对

采西学似乎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 , 也被广为接受。然而 , 即便有“中体西用”论的卫护 , 并不

能完全解决所衍生的一系列问题。时人对同文馆的批评 , 即要求学有所本以及学有专门 , 学科

次第问题于是也浮现出来。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即表示 :“广方言馆、同文馆虽罗致英才 , 聘师教习 , 要亦不过只

学语言文字 , 若夫天文、舆地、算学、化学 , 直不过粗习皮毛而已。”⑦ 郑批评的是同文馆等机

构不够专门。1894 年马建忠回顾“西学东渐”历程 , 则从译书角度提出问题 , 认为此前所译西

书 , “仅为一事一艺之用 , 未有将其政令治教之本原条贯译为成书 , 使人人得以观其会通者。”

照其看法 ,“应译之事 , 拟分三类”: 其一为各国之时政 ; 其二为居官者考订之书 ; 其三为外洋

学馆应读之书。他强调 , 对于外洋学馆之书 , “应次第译成 , 于彼国之事 , 方有根底”。⑧ 显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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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忠所看重的是技艺之外的学问 , 即所谓的“政令治教之本”。李端 　1896 年在所上奏折中 ,

对于“采西学”之未尽人意也有所阐述 , 指出各馆“于治国之道 , 富强之原 , 一切要书 , 多未

肄及”。① 同年 , 陈其璋在《请整顿同文馆疏》中也批评同文馆名义上“为讲求西学而设”, 然其

课程设置“仍属有名无实”,“门类不分 , 精粗不辨”, “欲不为外洋所窃笑也难矣”。认为还应该

“于天文、算学、语言文字之外 , 择西学中之最要者 , 添设门类 , 俾学生等日求精进 , 逐渐加

功 , 庶经费不致虚糜 , 而人才可冀蔚起矣。”②

上述批评 , 集中表达了对“采西学”范围的意见 , 也道出斯时选择西学的枢机所在 , 要去

发现“西学中之最要者” (尽管未必清楚何为西学之最要者) 。因此 , 围绕如何“采西学”, 固然

“体用”、“道器”之辨构成论辩中心 , 但学科次第也同样引起士人的关注。尤其突出的是 , 针对

西学各分科 , 中国士人往往试图去发现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

在作为《申报》社论发表的一篇文字中 , 王韬设想了一个中西并重的考试方案 : “改科举莫

若合《五经》、《四书》为六经 , 而增入西学以试士。”这样的设想在晚清本不足为奇 , 有意思的

是其论述方式 : “西学者 , 西国之几何学、化学、重学、热学、光学、天文地理学、电学、兵

学、动植学、公法学等是”, 而“中学以《易经》为首 , 次《书》, 次《诗》, 次《春秋》, 次

《四书》,《礼》为殿”。王的方案是 , “《四书》合为一经 , 《春秋》合三传为一经 , 《礼》合周、

仪礼为一经。西学以几何学为首 , 他学亦次第为之。”③ 这里透露出 , 对学之安置 , 以某某为首 ,

然后“次第为之”, 已成为晚清士人熟悉的论述方式。陈炽《续富国策》对于西方各科学问之关

系 , 就有明确阐述 ,“西人之言天文者详矣。天学之不足 , 辅以地学 ; 地学之不足 , 明以化学 ;

化学之不足 , 考以光学 ; 光学之不足 , 证以重学 ; 重学之不足 , 通以电学。”这样的划分 , 自是

问题多多 , 不过试图发明学问之次第 , 却也甚为明显。不唯如此 , 进一步的还试图在学科中证

明何为本根之学 ,“泰西工艺之精 , 根之于化学 , 及其成也 , 裁之于重学。其铢铢而校 , 寸寸而

度 , 出门合辙 , 不爽毫厘 , 推行而尽利也 , 又要之于算学。”何以如此 , “夫数学者 , 初学之功

而非耄学之事也 , 为众学之体 , 又必兼通众学以施诸用也。故西人布算 , 专求简便 , 不欲用心

于无用之地 , 以耗其神明。”④ 吴汝纶也强调 : “今方开倡西学 , 必以算学为开宗明义第一章”。

原因无他 ,“西学重专门 , 而以算学为首务 , 他学必以算学为从入之阶 , 明算而后格致诸学循途

而致。今既不得通外国语言文字 , 则学算亦本务也。”⑤ 有意思的是 , “西学中源”说之主张者 ,

也试图证明各学之关系 , 林颐山即言道 :“间尝涉猎西学 , 揆其大旨 , 算学为经 , 重学、化学为

纬。天学、机学隶重学 , 地学、矿学隶化学 , 水学、气学、热学、电学及火器、水师等学又兼

隶重学、化学 , 外此若声学、光学 , 乃气学、热学之分支 , 似非重学、化学所可隶者。”⑥

上述论述并未清楚呈现晚清士人对学科次第系统的看法 , 接下来论及各种西学汇编资料 ,

关于学科次第及“西学门径”, 才有较为完整的呈现。重要的是其中所透露出的审视学科的视

野。不妨结合上海格致书院之课考及各种“策问”资料 , 加以审视。这些资料 , 较之上述思想

人物所阐述的见解 , 当更能展现晚清关于中西学或格致之学所形成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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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格致书院由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 ( Water Henry Medhurst ) 倡议创办 , 不少中国士绅

也与议其事 , 主要由王韬、傅兰雅主持院务。既称格致书院 , 其季考中涉及“格致之学”的文

字自是多多。季考为当时中国书院通行的考课方式 , 由主持者出题 , 学生依题作文 , 然后评定

等第 , 奖掖优异。① 格致书院 1886 年开始举行季考 , 1887 年的题目即为“格致之学中西异同

论”。名列第一的彭瑞熙答卷 , 以中西兼有格致之学立论 , “中国之格致 , 兼道与艺言之也。西

人之格致 , 专以艺言 , 而亦未尝非道也。”认为权衡轻重 , 有识者必当知 , “纲常法度礼乐教化 ,

终为治天下之本”。论辩中国也有格致之学 , 且包容更广 , 兼通道艺。名列第二之葛道殷答卷 ,

同样立足区分中西格致之学 ,“西人之格物 , 可谓无余蕴矣”, 往往是“中国所略而西人加详而

精焉”, 有些问题则“中西尤皆无确论”。名列第三的赵元益答卷 , 同样以此立论 ———“中西之

士而皆致力于此”。从中国方面说 , “格物致知 , 为儒者之先务。进言之可以修齐治平 , 广言之

可以强兵富国。”西人格致之学 , “亦不过随事精察 , 由粗及精 , 由近及远 , 与中土格致之学相

比 , 异中有同 , 同中有异。”赵氏试图以此调和中西 : “学无常师 , 中人以身心性命三纲五常为

格致之根原 , 西人亦当加意考求而后不违名教。西人以水火光声化算电热为格致之纲领 , 中人

亦当潜心研究而后可至于富强。”② 针对 1893 年所设定之“中西书院”问题 , 名列前两名的答卷

也各自论述了对西学的理解 , 尤其重视去发掘学科中之最要者。潘敦先注意到 , “西学分类繁

多 , 而要皆权舆于算学。学者从天算入门 , 则虽不能尽通各艺 , 而凡一切制造考验 , 分合变化 ,

皆由此出。故天算尤为西学之要也。”孙兆熊则指出 : “盖西学以历算为基 , 格致为宗 , 一切光

学、化学、重学、声学汽学、电学 , 皆从此出。窃谓西学与洋务虽分两途 , 而实一贯。”今日讲

求西学 , 成效不著 , 关键即在“其于本根之学未能穷源以竟委也”, 对于西学“只在门外 , 而未

窥堂奥”。③ 不难看出 , 这些答卷已基于学科视野寻找中国格致之学不振的根源。而且 , 因为注

意到西学“分类繁多”, 故颇想探求西学之“本根之学”, 以窥堂奥。

相比于《格致书院课艺》,“策问”资料当更能反映世风之丕变。需要说明的是 , “策问”既

由两个部分组成 , 也有必要略做区分。从某种意义上说 , 策论之“问”, 较之所应之“策”, 更

值关注 , 因为“问”之产生 , 昭示了以什么方式提出问题 , 什么问题被普遍关注。由于“策问”

在晚清科举变革中成为焦点所在 , 催生出各种汇编文字 , 1903 年出版的《中外策问大观》, 即是

其中的代表。④ 该书卷 19 所收“策问”与格致相关 , 揭示学科次第已成普遍关注的问题。其一 ,

“问 : 大学格致之说自郑康成以下无虑数十家 , 于近今西学有偶合否 ? 西学格致始于希腊之阿卢

力士托德尔 , 至英人贝根出尽变前说 , 其学始精逮。达文施本思二家之书行 , 其学益备 , 能详

溯其源流欤 ?” (蒋同寅) 其二 ,“格致之学中西异同以中学驭西学策”。其三 , “欧洲格致多源出

中国宜精研绝学以为富强之基策” (曹清泉) 。以上三策所收对策 , 前二策仍恪守“西学中源”

与“中体西用”之故套 , 无须多加评说。第三策收有两篇对策 , 值得做些分析。第一篇对策首

先指出西人之富强 , 均与“学”相关 ,“无化学 , 则农无培壅 ; 无重学 , 则工无制造 , 矿无助力

借力诸器 ; 无声光电诸学 , 则兵无耳目 ; 无水学热学汽学 , 则枪炮舰雷无运用 ; 无几何学 , 则

诸科学并无托始之源。然则西人富强非他恃 , 有格致而已。”同时作者还强调诸学中“算学”占

据特别地位 ,“有几何以为诸学之根底 , 然后研求冷热涨缩之理而热学精 , 研求浮沉托压之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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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学精。”同题之另一策则具体指出“研精之策”: “一曰知分科。格致学西文本意名曰万有学 ,

言研究天下一切之学也。万有学分二大纲 , 曰万有史学 , 即中国博物学 ; 曰万有理学 , 即中国

格物学。博物学分为四目 , 曰动物学 , 曰植物学 , 曰矿物学 , 曰生理学。格物学分为二目 , 曰

物理学 , 曰化学。而物理学更分五子目 , 曰重学 , 曰声学 , 曰光学 , 曰热学 , 曰电学。分科既

定 , 则致力自易 , 而无驳杂不精之弊矣。”① 这里所言“分科”, 自与西学分科相距甚远 , 但内中

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 以“万有学” (“天下一切之学”) 指称“格致之学”; 还试图在西学众多

学科中发现彼此之间的关系。②

略为梳理晚清人士围绕西学进行的阐述 , 多少可以说明对西学的认知经历着转变 , 逐步超

越狭义“格致”的层面。先是将西国富强之源归诸“学”, 尤其是“格致之学”; 又将“格致”

纳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架构 , 这些都昭示了对“西学”接纳的范围。进一步的 , 因为要

“采西学”, 对于西学之次第如何 , 当如何抉择 , 也成为论述的中心。而无论是“格致之学”, 还

是“西学”, 其内涵也不断扩大。③ 这一点颇值得重视 , 如果说“中体西用”论化解了中西“学

战”之紧张 , 西学“学科次第”的辨析 , 则构成了论辩“采西学”的枢机所在 , 并促成基于

“学”规划各学科的发展。这方面 , 基于探索“西学门径”所出版的各种汇编资料 , 尤其说明晚

清接纳西学所进行的取舍。

五　学科次第与“西学门径”

“诸生好学者来问 : 应读何书 ? 书以何本为善 ? 偏举既嫌挂漏 , 志趣学业亦各不相同。因录

以告初学。”此段文字出自张之洞《书目答问》叙例第一条 , 对于了解晚清所确立的治学之道 ,

不无裨益。如朱维铮先生指明的 , 从 18 世纪起 , 治学先治目录 , 读书讲求版本 , 在学者中已蔚

为风气。目录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等 , 也早成显学。④ 之所以如此 , 无非是为读书寻求

“门径”。在别的地方 , 张之洞还具体谈道 : “为学之道 , 岂胜条举 ? 根柢工夫 , 更非寥寥数行 ,

所能宣罄。此为初学有志者约言之 , 乃阶梯之阶梯 , 门径之门径也。”还举证说 : “将《四库全

书总目提要》读一过 , 既略知学问门径矣。析而言之 ,《四库提要》为读群书之门径。”⑤ 西学传

入中国以后 , 习西学如何“入门”, 也成为读书人关切的问题。《格致汇编》设有“互相问答”

栏目回答读者问题 , 其中就不乏问题询问 : “各书院所翻译之书 , 如格致、算学、光学等 , 事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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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明其大旨 , 当先购买何书以为入门 ?”①

说起来 , 前述晚清士人对学科次第的论辩 , 所勾画的图景并不清晰。然而 , 当我们转向晚

清所出现的与西学书目有关的资料 , 却可发现 , 按照学科次第安排书目 , 是较为突出的一环。

来华西人也曾以各种方式汇集的西学资料 , 却并未着意于在各学科中安排次第。如 1886 年由总

税务司署印行的“西学启蒙十六种”, 就没有强调诸书之次第。② 西学译书机构所编辑的各种书

目 , 其中固然有学科分类 , 也未就各学科之次第多加辨析。③ 这与中国士人所编辑西学汇编资

料 , 适成对照。由此 , 晚清形成的对学科次第的看法 , 在这些标举为“西学门径”的资料中也

呈现出来。有道是“要把金针度于人”, 晚清以“XX 入门”、“XX 关键”命名的书何其多矣 , 这

些书往往定位于提供门径或进阶。如《西学关键》一书 , 推荐者即大肆彰显这方面的意义 , “关

键云者 , 诸学之初阶。”“解牛必求其肯綮 , 引丝必寻其端绪 , 学西学亦必得其关键 , 此书之所

由名也。”“西学之美富 , 何异建章宫阙千门万户 , 今是书已不啻开关拨键而导之使入 , 学者苟

寻绎而有得焉 , 虽由是而升堂入室不难矣。”④ 士人也在探求中西学术会通背景下之读书“门

径”。叶瀚《初学读书要略》一书 , 就阐明了“初学宜读诸书要略”, “初学稍进读书要略”, “读

译书须知”,“论格致理法纲要”等。⑤

晚清出现的多种西学汇编资料 , 更可视作探索“西学门径”的结果。顾燮光《译书经言

录 ·自序》曾述及其中所发生的转变 , 所提及的《西学书目表》、《东西学书录》等资料 , 就显

示了斯时在整体上对西学的把握。关键在于 , 这些工作的展开 , 为的是提供“西学门径”, 顾即

有这样的看法 : 梁氏之《西学书目表》及《读西书法》出 ,“学者方有门径”。⑥ 而要编定这样的

资料 , 也是秉持对西学各学科的看法。此亦说明 , 对学科次第的认知并非无关宏旨 , 昭示了对

西学所做取舍。王韬即表示 , “近时所译西国各书 , 纷然错出 , 亦甚夥矣 , 门径既多 , 头绪又

繁 , 阅者如适宝山 , 茫然不知所取材 , 何则 ? 以无贯串之者也。”所谓“贯串”, 自是意味着按

次第合众书为一书。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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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格致汇编》第 2 年第 11 卷 , 1877 年 , 第 1 年第 7 卷 (1876年)也在询问“天文、历算、化学入手之法”。

《西学略述》依诸原本者 15 种 , 即 :《格致总学启蒙》、《地志启蒙》、《地理质学启蒙》、《地学启蒙》、

《植物学启蒙》、《身理启蒙》、《动物学启蒙》、《化学启蒙》、《格致质学启蒙》、《天文启蒙》、《富国养民

策》、《辨学启蒙》、《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欧洲史略》。见艾约瑟 :《叙》,《西学略述》, 北京总税

务司署印行 , 1886 年 , 第 1 页。还可举证益智书会所辑《西学九种》, 上海 : 华美书馆 , 1899 年。

譬如 ,《益智书会书目》1894 年出版于上海 , 所涉及的分类包括 : 数学 , 自然科学 , 历史 , 地理、地

图 , 宗教与哲学 , 读物 , 综合性著作 , 补遗。见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 Descri pti ve

Catalogue and Price L ist of the B ooks , W al l Charts , M aps , et. , Shanghai :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1894 , pp . 1 —34. 1901 年出版之《广学类编》, 则计分 12 类 : 史事、地理、文学、格

致、算学、商务、医药、权度、婚礼、家务、营造、游猎。见唐兰孟编辑 , 李提摩太鉴定 : 《广学类

编》, 任保罗译 ,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 1903 年第 2 版。

参见袁树勋、李 　为《西学关键》 ( Cavis scientiae [ Key to the Science ]) 一书所写序。该书为英人勃

利物撰 , 法人马雅袅增补 , 李 　译 , 署“汇报馆藏本 , 鸿宝斋石印”, 光绪二十九年仲春 , 第 1 —3 页。

叶瀚 :《初学读书要略》, 光绪二十三年 , 仁和叶氏刊。

顾燮光 :《译书经眼录 ·自序》, 见《近代译书目》, 北京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2003 年 , 第 401 页。

王韬本人即编有《西学辑存六种》, 收有《西国天学源流》、《重学浅说》、《西学图说》、《西学原始考》、

《泰西著述考》、《华英通商事略》。在所写《自序》中 , 王韬解释了从事这项工作的用心 : “呜呼 , 学问

之道无穷 , 上而天文 , 下而地理 , 中而人事 , 纷赜变化 , 莫可端倪。”将过去著述重新刊行 , 乃“近世

之尚西学谈洋务者 , 徒袭皮毛 , 咀糟粕而未窥其实际。余寝馈于此殆四十年 , 虽未稔其语言文字 , 而

颇能深悉其理灼知其情伪。” (第 1 —3 页)



顾燮光所提及的西学汇编资料 , 只是其中之卓有影响者 , 实际上这方面的文献甚多 , 其中

1888 年出版之《西学大成》, 是较早出现的一部。该书言明是为“有志泰西经济之学者”所编

定 :“一、是编原为有志泰西经济之学者苦无门径可寻 , 故区为十二门 , 各门皆有实用 , 非托空

谀。二、有志者苟得是编 , 各随其质之所近 , 专习一门 , 亦可成家。若因之触类旁通 , 以驯致

于大成 , 则易如反掌。三、西国格致之学 , 以数理为入门 , 上而量天测地 , 下至制造律吕 , 无

不神明理数 , 故是编以算学为全书之冠 , 而各门则递次而降。”① 该书介绍的“西学门径”包括

算学、天学、地学、史学、兵学、化学、矿学、重学、汽学、电学、光学、声学等 12 门 , 不仅

显示学科成为寻求“西学门径”的关键 , 还说明包括门类选定及次序排列 , 均建立在对西学学

科次第的认知上。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最为学界重视。审视现代学科的形成 , 该书无疑是重要资源。书前

之《读西学书法》, 还表达了梁对如何读西书的关切 : “译出西书数百种 , 虽其鲜已甚 , 然苟不

审门径 , 不知别择 , 骤涉其藩 , 亦颇繁难矣。”②《西学书目表》按照学、政、教对西书进行分

类 , 除教书不录外 , 其余诸书 , 分为三卷。上卷为“西学”诸书 : 算学、重学、电学、化学、

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 ; 中卷为“西政”诸书 : 史

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 ; 下卷为杂类之书 : 游记、报

章、格致。这样的分类自也有可议之处 , 重要的是这样的安排同样包含其对学科次第的看法。

在该书“序例”: 中 , 梁即点出是书之编是因应于门人提出的“应读之西书及其读法先后之序”,

内中也指明“各书之长短 , 及某书宜先读 , 某书宜缓读”, 虽非详尽 , 然初学观之 , “亦可略识

门径”。可以说梁明确提出了西学“门类之先后”问题 , 显示其所编“西学书目”是有所本的 :

“西学之属 , 先虚而后实。盖有形有质之学 , 皆从无形无质而生也。故算学重学为首 , 电化声光

气等次之。天地人物等次之 , 医学图学全属人事 , 故居末焉。西政之属 , 以通知思国为第一义 ,

故史志居首 , 官制学校政所自出 , 故次之 , 法律所以治天下 , 故次之 , 能富而后能强 , 故农矿

工商次之 , 而兵居末焉。农者地面之产 , 矿者地中之产 , 工以作之 , 作此二者也 , 商以行之 ,

行此三者也 , 此四端之先后也。船政与海军相关 , 故附其后。”③ 值得补充说明的是 ,“读西学书

法”实际是梁启超一直关心的问题。1898 年流亡日本后 , 他还撰写了多篇文字阐述对学科次第

的看法 , 其中《东籍月旦》一文就直面了中国现代学科形成过程中一个关键问题 : 既然有众多

的学科 , 应该如何抉择 ? 这些学科的关联又如何 ? 在梁看来 , 治学须先治普通学 , 包括伦理、

国语及汉文、外国语、历史、地理、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经济等 , “以上诸学 , 皆凡学者

所必由之路 , 尽人皆当从事者也”。而“除国语汉文一科 , 我国学者可勿从事外 , 其余各门皆不

可缺者也。大抵欲治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等者 , 则以历史、地理为尤要 ; 欲治工艺医学等

者 , 则以博物理化为尤要。然非谓治甲者便可废乙 , 治乙者便可废甲也。不过比较之间 , 稍有

轻重而已。”④

1899 年徐维则辑成《东西学书录》, 单是分类就生发这样的疑问 ,“自七略以下 , 门类分合 ,

部居异同 , 前人犹多訾议。东西学书 , 分类更难。言政之书 , 皆出于学 ; 言学之书 , 皆关乎政。

政学难分 , 则部次奚定 ? 今强为区别 , 取便购读。通人之诮 , 知难免焉。”该书计分 31 门 : 史

志、政治法律、学校、交涉、兵制、农政、矿务、工艺、商务、船政、格致、算学、重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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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西清、卢梯青编 :《西学大成》, 上海 : 醉六堂书坊 , 1895 年 ,“例言”。

梁启超 :《读西学书法》, 夏晓虹辑 :《〈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 , 第 1159 页。

梁启超 :《西学书目表序例》,《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一》第 1 册 , 第 122 —126 页。

梁启超 :《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第 1 册 , 第 82 —85 页。



学、化学、声学、光学、气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理学、幼学、

宗教、游记、报章、议论、杂著。较之《西学书目表》, 应该说只是“大同小异”。而其类目之

安排 , 绝非随意为之。该书分上下两卷 (增本按四卷) , 上下两卷及各目之排序即基于学科次第

之认识 ,“言政以公法公理之书为枢纽 , 言学以格致算学之书为关键”。还强调编辑该书为的是 :

“学者骤涉诸书 , 不揭门径 , 不别先后 , 不审缓急 , 不派源流 , 每苦繁琐 , 辄难下手”。①

《西学三通》是晚清另一部颇有影响的西学汇编资料 , 首先令人瞩目的是其篇幅已达 508 卷

之巨。书首之“叙”, 开篇即言道 : “为学之道 , 不外乎法度纲纪 , 而法度纲纪因时而变者也。”

还交代了汇集这些资料的用意 : “近年来译西书者汗牛充栋 , 而重复拉杂难觅全璧 , 有志者不免

望洋而叹矣。况科场改式 , 学堂变制 , 士子需西书研究 , 苦其浩无津涯。”为此 , 编者广邀西学

名宿 , 汇摭西书数千部 , 分门别类 , 删其繁 , 去其复 , 汰其杂而陋者 , 完为“西政通典”、“西

史通志”、“西艺通考”, “裨习西学以求治者依门寻绎 , 钩元援奥 , 略其迹而得其精 , 会其通而

神其用。”有必要说明的是 , 出版于 20 世纪初年的《西学三通》, 以“政”、“史”、“艺”来涵盖

西学 , 颇耐人寻味 , 意味着对西学的认知已超越“格致之学”的定位 , 并且对学科次第的看法 ,

也更为关注于“西政”与“西史”。这也正如编者所强调的 , “昔之学在贯天人 , 今之学在赅中

西”, 因此 , 当关注于“言政何以因时而治 , 言史何以溯源而竟流 , 言艺何以标新而竞胜”。②

除上述资料 , 尚可举证的是各种以“新学”为名编就的资料。晚清与西学传播密切相关的

一幕是西学转化为新学 , 中西之争也转化为新旧之争 , “西学本身也跨越中西认同的紧张 , 获得

了一个更具普世性的名称 ———新学。”③ 各种新学丛书替代各种西学书籍的出版 , 颇能说明问题。

这其中既有以“皇朝”命名的《皇朝新学类纂》, 也有主要取法日本的《新学大丛书》, 显示在

19、20 世纪之交日本渐成中国摄取新知的国度。发生的变化还不只是名称上的 , 更重要的还在

于所收类目愈发扩展 , 实难以学科次第来进行安排 , 往往以“类”来加以区分。内中所显示的

各类目 , 也多少表明在各分科越来越多的情形下 , 以往安置学科的方式也面临种种困难。

《皇朝新学类纂》出版于 1901 年 , 计分十类 : 天文、地学、道学、政学、文学、武学、农

学、工学、商学、杂学。号称“凡有关于世事而为今日之急务者 , 无不删繁而节取之 , 厘然井

肰 , 有条不紊”。而且 , “是书之出虽无补于经济之学 , 而有志揣摩者未必不因是书裨益也。”④

这里不再隐含明确的学科次第意识 , 而是基于“急务”之标准。次年出版之《新学备纂》, 回顾

了此前之译书事业 , “北京同文之馆 , 上海制造之局 , 稍从事于译述 , 顾独详兵学、化学、算

学、医学诸门 , 他皆略焉 , 即所称为详者 , 今亦先进矣。若求之各学会教会所译书 , 止一羽片

鳞而已。”编者试图说明 , 在新学相竞争的环境下 , 译述面临新的问题 : “新世界新学界 , 一周

岁之间 , 开新理者万 , 著新书者万。欧美列国日以新学相竞争 , 而吾国所译述者 , 万不及一

焉。”与之相匹配的 , 该书分门已达二十六门 : 天学、地质、地文、地志、全体学、心灵、动

物、植物、微生物、光学、声学、重学、热学、汽机学、电学、化学、算学、图学、农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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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徐维则所辑 :《东西学书录》, 后由顾燮光补 , 改名《增版东西学书录》, 见徐维则辑 , 顾燮光补 : 《增

版东西学书录》, 〔未著出版者〕, 1902 年 , 第 1 —15 页。

谢若潮 :《西学三通 ·叙》, 见袁清舫、晏海澜编 :《西学三通》, 上海 : 文盛堂 , 1902 年 , 第 2 —3 页。

罗志田 :《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 年第 6 期。可以补充的是 , 耶稣会士所介绍

的新知 , 究竟当称为“西学”还是“新学”, 在当时就曾引发争议 , 富于意味的是 , “耶稣会传教士可

以把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坚持说是‘西学’, 但中国人却清楚地认识到 , 那首先是一种‘新学’。”

参见李约瑟主编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4 卷《天学》第 2 分册 , 第 671 —674 页。

吴宗 δ :《序》, 广益书屋主人编 :《皇朝新学类纂》, 上海广益书室印 , 光绪二十七年 , 第 1 页。



学、牧学、商学、矿学、医学、兵学、体操学。① 这还不算什么 , 1903 年出版的《新学大丛

书》, 总挈十大纲 , 列目七十二 , 更令人叹为观止。俞樾在序中对比《富强丛书》、《时务通考》

之类 , 对该书赞誉有加 : “今观乎《新学大丛书》, 不禁感慨系之 , 披览之余 , 觉宏篇巨制。总

挈十大纲 , 列分七十二 , 众美华臻 , 纲举目张 , 有条不紊。凡关于家国政事者 , 无不逐节具备 ,

亦可见矢志揣摩之苦心。有志新学者 , 得此以扩求之 , 庶能以修身立品之基 , 扩为富国强兵之

策 , 蔚为国家有用之人才。”② 此亦可看出 , 十纲之目已难以用学科加以涵盖 , 按照不同学科来

汇编资料已属难事 , 遑论次第 ?

晚清所出版的各种西学汇编资料 , 不是这里尽可讨论的。③ 可以明确的是 , 中国士人所编辑

的资料 , 其初衷正是为读者提供按照学科规划之“西学门径”, 因此也构成检讨晚清取舍西学的

重要资源。这其中以西学分科安排各种与“学”密切相关的资源 , 已是无可辩驳。在诸多学科

中 , 晚清是如何选择与定位的 , 以及按照怎样的原则进行选择 , 这些文献也足可作为重要的参

照。同时 , 尽管本文未曾涉及科举废止前后各级学校科目设置的情况 , 但其中的情形也大致相

似。实际上 , 这些资料不少即明确交代是因应科举改革的形势而编辑 ; 而按照分科设置科目的

各级新学堂 , 也影响着这些资料类目之设置。1898 年刊布的《京师同文馆馆规》, 其“分年课

级”便突出了按次第进行教学 , 要求“肄业诸生 , 其各项课程 , 均有次第可循 , 如由洋文而涉

猎诸学 , 共须八年”。“馆规”对八年的课程都有具体安排 , 化学、天文、测算等课程安排在第

七、八年 , 也是基于知识的增进 :“天文、化学、测地诸学 , 欲精其艺者必分途而力求之 , 或一

年 , 或数年 , 不可限定”。④ 要全面审视对学科次第的认知所产生的影响 , 或需要另文讨论。

六　结　　语

无论是对学科次第的辨析 , 还是对“西学门径”的探讨 , 都构成了晚清接纳西学重要的一

环 , 也是审视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不可回避的问题。从较为宽泛的层面固可将这一历程归于

“援西入中”, 而既然是“自西徂东”, 则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 社会、文化与科学之间相互作用

的模式是什么 ? 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内这些模式的性质和程度发生变化吗 ?⑤ 这样的问题意识对于

思考社会文化因素如何作用于学科的形成 , 颇有启发性。

实际上 , 涉及知识的话题 , 也确实有必要进行知识社会学的分析 ———分析知识与存在之间

的关系 , 并追溯这种关系在人类思想发展中所具有的表现形式 , 尤其是关注“影响知识进程的

社会进程”。⑥ 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正是试图说明 ,“科学以及其他形式在知识是怎样直接地受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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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编者还表示了对以往工作的继承 : “英人之《格致须知》, 美人之《格物入门》, 具体而微 , 号称善本 ,

而《格致汇编》及近译之《广学类编》、《科学丛书》, 皆为新学家所圭臬。仆不敏 , 师其意义而稍变其

例 , 集同学诸君子分辑各门 , 为《新学备纂》一书 , 举诸科学所应习者 , 合为一编 , 以集厥成。”见渐

斋主人编 :《新学备纂》, 天津 : 开文书局 , 1902 年石印 ,“序”, 第 1 页。

明夷编 :《新学大丛书》, 上海 : 积山乔记书局 , 1903 年石印 ,“序”、“例言”。

需要说明的是 , 晚清西学汇编资料并非都是按照学科进行分类 , 1897 年上海鸿文书局石印的《西学二

十种萃精》, 就大致分为天文部、历学部、地舆部、地球部、洲岛部、政治部、工程部等。

《京师同文馆馆规》, 张静庐辑注 :《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第 1 辑 , 上海 : 上海书店出版社 , 2003 年 ,

第 6 —8 页。

罗伯特 ·金 ·默顿 :《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范岱年等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2002 年 ,

“1970 年再版前言”, 第 3 页。

卡尔 ·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黎鸣、李书崇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2000 年 , 第 272 页。



会因素的影响”。① 也许已用不着特别指明 , 本文也是尝试着引入科学社会学的视野 , 分析影响

中国现代学科形成的诸多因素。勾画晚清认知西方学科值得重视的一幕 , 也是试图凸现本土的

社会文化因素如何作用于知识的传播与培育。即以本文所论及“格致之学”来看 , 无论是知识

的“传播者”还是“接引者”, 他们针对此所做阐述 , 都表明本土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是多么巨

大。而在晚清 ,“格致之学”差不多已成为西学的代名词 , 受此影响 , 晚清对西学学科的认知也

显出富于特色的内容。所接受的还不仅仅是西学分科观念 , 内中还显示了 , 由于将西学 (“格

致”) 纳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架构 , 晚清人士从中所获得的不只是文化的优越感 , 还因此

把认知知识的方式援引到对西学的把握中 , 按照一定的学科次第接纳西学、安置西学。尽管图

景并不清晰 , 但这种认知西学的方式 , 仍值得重视 , 毕竟围绕学科次第的论辩 , 多少预示着中

国本土对现代学科的取舍 , 并主导着中国本土学科建制的规划 , 如译书、科举考试科目的改动

以及各级学校课程的设置等 , 值得当作中国现代学科形成的重要一环加以审察。

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对于理解近代中国历史 , 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这一过程不仅深刻影响

了中国当代学术的理论和实践 , 而且在此过程中还重新塑造了“中国之过去”的概念。可以毫

不夸张地说 ,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所有重要问题的展开 , 都受到自 16 世纪至 20 世纪之间所接受的

西学分科观念的影响 ; 中国知识分子感知、重建和传播的关于“中国之过去”的图景 , 也同样

受到这些目前已被普遍接受的现代学科概念的制约。而且影响一直在持续。别的且不论 , 单就

1923 年在知识圈引起广泛影响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来看 , 就昭示着围绕西学学科的论辩 ,

同样具有“未完成性”的特点。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 , 是胡适论辩“科学的人生观”频频

出现的令人敬畏的学科名称 , 以及那一连串似乎不容置疑的语句 ———“根据 ⋯⋯知识 , 教人知

道 ⋯⋯”② 通过这场论战 , 也可获得这样的信息 : 近代中国论证现实世界即社会理念合法性的知

识学基础 , 已渐次脱离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 , 转换为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等现代型知识。

卷入这场论战的数十位学界名流 , “科学派”也好 , “玄学派”也罢 , 都在证明着以“科学”为

标识的知识样式 , 逐渐成为中国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最重要的精神凭藉。论者也以“科玄论战”

为现代知识谱系重构的契机 , 张君劢试图提出一种平衡发展的知识与制度的分类体系 , 但内中

所显示的仍是“关于道德和人性的探讨不断地被转换为知识分科的问题”。③ 由此亦可看出 , 对

西方知识的论辩 , 几乎贯穿整个现代中国。在这个意义上 , 通过学科次第或“西学门径”检讨

晚清对西学学科的认知 , 或不无裨益。当然 , 对学科次第的论辩 , 影响面极为广泛 , 既与“西

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论等相关 , 还影响着教育改革的方向 , 进一步的探讨当俟诸另文了。

〔作者章清 , 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 　200433〕

(责任编辑 : 徐思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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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p rocess of p rivatization of commerce and monetarization of levies and taxes in t 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x ie j i a and y a hang began to converge to form a new model of operation t hat

combined t he business and f unctions of guest house , broker , storage , t rade , and sometimes even

t ransportation and credit loans. That new model was named x ie j i a y a hang . In the inner lands ,

x ie j i a y a hang was at the same time di di an (guesthouse) , t a f ang ( storehouse) , z i hao and

z uo z huang (business offices) , and also had ot her business f unctions. In the Tibetan f rontiers , it

took the place of cha m a si ( t rade agent of tea and horses) and became one of t he mainst ream

models of t rade in t he area f rom t he mid Ming Dynasty t hrough t he Nationalist regime.

“Adop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 Debates on the Hierarchy of Academic Discipl ines and its

Signif icance - With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Exploration of “Approaches of Western Learn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AN G Qing (107)

The fact that t he academic disciplines of modern science were int roduced to China f rom t he

West leads to two questions : how Western ideas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sp read to China and how

t hey were incorporated t here. The answers to such questions are complicated , as the stat us of

t hose who sp read the ideas determined that such borrowing was highly selective and sometimes

even biased toward t he local knowledge st ruct ure. More of ten t han not , t he int roducers of t he

imported knowledge also t ried to incorporate it into a knowledge st ructure familiar to t hem ,

devoting t hemselves in particular to ascertaining t he “key point s" in the Western learning.

However , while Westerners who came to China and sp read t he idea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different sciences also mentioned a hierarchy of disciplines , t hey focused on it mainly in t he sense

of positioning disciplines in different areas wit h a view to t he sequence of t raining. By cont rast ,

late Qing Dynasty scholars made value2oriented explorations of the disciplinary hierarchy ( t hat

later developed to differentiation and analysis of “Western approaches") when t hey accepted t he

Western idea of dividing learning into disciplines. These were an important link in Chinaπs

acceptance of Western learning in t he late Qing Dynasty , and constit ute questions t hat cannot be

avoided in examining t he formation of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s in China.

More on Ten Critiques : Guo Moruoπs Intentions and His Ideas on Pre2Qin Scholarship

Q I Xuemin (129)

Ten Cri t iques ( ten t reatises on p re2Qin society and scholarship ) was Guo Moruoπs most

important historical p roductio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 apanese Aggression. It is

academically significant to re2examine Guoπs intention in writing t hese t reatises , and based on

t his , to clarify his ideas on the basic p rinciples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judge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 . These papers were meant not only as a defiance of t he dictatorial rule of t he

Nationalist s but also as a response to his fellow Marxist historians. Holding views on t he pre2Qin

p hilosop hers t hat differed in part f rom t hose of ot her Marxist historians , Guo had p ublished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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